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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以伦理－政治为取向、以维护封建专制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明。

中国古代主要把政治作为一种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和事务的统治手段，一种“治国之道”和“治政

之道”，而缺少从价值意义上对政治目的的价值追问和终极关怀。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一种适应封建宗

法政治关系，顺应君主专制政治，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文明体系，具有“协和万邦”、“大而一统”的

整体性，“制度在礼”的礼乐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性，“政在得民”的民本性，以及以德治

吏、“为政以德”等伦理特征。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积淀，与现

代政治文明有着根本区别，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批判专制主义政治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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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包含了中华政治文明。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

同的社会政治，均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时代内涵与当今的政治文明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治理国家的

历史长河中，均是积淀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人们追求文明政治的智慧结

晶，其历史的价值，仍然是值得思考和分析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以其基本不变的封建专制政治形

式，管理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达几千年之久。这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积淀。我

们在没有历经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尤其需要考察和分析中

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和性质。 

一、古代中国对文明与政治的解读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涉及文、文化、人文、文明等概念。早在《易经》中就有“物相杂，故

曰文”的说法。同时，《易经》中还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书经·尧

典》称“经天纬地曰文。”《礼记》中说：“文，彩也、美也、善也。”这里的“文”都是相对于自然

秩序的野蛮、蒙昧而言的。“文明”一词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早也是出现于《易经》。《易经•贲

卦》有“文明以止，人文也”和《易·乾卦》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说法。据孔颖达解释：“文

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1]《尚书•舜典》有“濬哲文

明”、《礼记》有“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乐记》有“志起于内，思虑深远，是情深也；言之

于外，情由言显，是文明也”等的说法，《易经》还有“内文明而外柔顺”的说法。孔颖达解释为：

“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2]所谓文明，就是摆脱愚昧、走向先进的意思。 

 
中国古代“文明”一词的含义自一开始就与文治、教化、伦理和政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

代文化与文明是一种以伦理－政治取向为发展进路的文明形态，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指出的，中华

文明是一种以政治秩序为中心的文明。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自一开始就与伦理、政治、教化联系在一

起。从对政治的理解看，中国古代自从夏商进入阶级社会直到近代以前，尽管由于中国学术分科的不明

确，政治学在古代中国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然而，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历来都是人们

关心的问题；从一定意义讲，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政治问题，即如何安邦

治国的问题。由于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

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

历史上的一种例外。因此，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的认识与政治学说与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

国家的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

是所谓的“治国之道”。荀况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虽子之与也。”（《荀子·



王霸》）就是说，国家问题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来治理国家。这对中国古代政治的说明非常具

有代表性。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特别注重如何在维护君权之下，处理好君臣、君民关系，即统治

阶级内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使君主专制统治长治久安。 

 
基于此，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是针对政治事务、管理而言的。中国古代的政与治不是联用而

结成一个词，“政者事也”，是指事务，而“治者理也”，则是指管理。从二者的含意看，“政”与

“治”总是相通的，如说：“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礼记·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

讲“政”，总是说“为政”、“从政”，而且“为政”与“治国”相当。如《说苑·建本篇》中称：“子

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中国古代的政治书籍，多为论政、治政等内

容，如《书》实即一部政书，在《洪范》篇中明确地提出了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等

所谓“农用八政”，这实际上是维护统治权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

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政治问题则成为各家各派的中心议题。司马谈说：“《易大传》：天下一

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

耳。”（《史记·太史公自序》）这说明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

方案。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思想家们也主要是在治理国家问题上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认识和观

点。甚至到近代，孙中山仍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

人之事便是政治”[3]，仍然明显带有中国古代理解政治的特色。 
由于中国古代主要把政治作为一种事务和管理理解，政治就是指的对事务的管理，因此，中国古代

政治主要突显的是统治行为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强调政制的建设，也就是多从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

和统治者的修行素养即道德修养而言，而缺少真正伦理意义上的对政治目的的价值追问和终极关怀。所

谓“政者制也”，就是把政治看成是一种行为准绳，使被统治者有所遵循，重在统治秩序和政治秩序的

维持。尽管中国古代政治统治者也强调说，“政”就是“使不正归于正”，然而只是“下所取正也”。

由于中国古代君主长期掌握最高统治权，就更使得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义上都有相通之

处，就是管理众人，治理众人，至高也不过是揽民心，得民心，而缺少对统治者之政的正当性、合法性

拷问。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谈到“政治”时，也就总是强调统治者的作用，所谓“欲政之速行也

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孔子也多次讲“政者，正也”，如“季康子问政

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哀公问曰：敢问何谓为

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礼记·哀公问》）唯其为此，使得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很重视如何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治人

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对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

民”主张。 

 
因此，中国古代实际上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而不是把政治作为一项人民的“善业”

来追求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尽管强调“礼治”、“德政”，总是把礼教放在首位，但这种“礼治”和

“德政”，首先是在肯定君主专制统治具有正当性的前提下，仅仅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礼治”和

“德政”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和维护统治的手段，如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

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学说，总是把

教化、管理、刑罚三者结合起来，而作为先后相辅的三种方法，所谓：“德不盛则饬政”（《大戴礼记·

盛德》）和“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孔子家语》记载：“仲弓问于孔子曰：雍问，至

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

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

乎用刑矣。”（《刑政篇》）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

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才使用刑罚。德政、管理、刑罚，都只是统治的手段。 

 
总之，中国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一种作为国家统治者处理各种关系的统治手段，一种“治国

之道”和“治政之道”。当然，中国古代对政治的理解，不是不注意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问题，但由于

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使得这个问题总是从属于“治国之道” 和“治政之道”中，政治以治理国家为

中心内容，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主体的修养，均是服从于这一中心内容的，其前

提是缺少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追问。 

二、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伦理特征 



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指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直到1840年以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

所形成的政治文明。实际上，由于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明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的主体，因

此，所谓古代政治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又主要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或儒家政治文明。从中

国古代关于“文明”和“政治”的理解中，可以看出，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指统治者在长期的社

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和治政、治国经验等的总积淀。肇始于尧舜禹时

代的治政理念和治国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儒家的为官治政理念和官吏管理制度，是中国古

代政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决

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这一政治文明形态适应封建宗法政治

关系，顺应君主专制政治，以伦理－政治为取向、以维护封建专制王权为核心，表现为一系列伦理特

征。 

 
第一，“协和万邦”、“大而一统”的社会整体文明。中国自古就有“协和万邦”的政治传

统，崇尚“大一统”的政治制度。早在《尚书·尧典》称赞帝尧的功德时，就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记载，表明我国古代就崇尚一种人性善

良、道德淳朴、万邦协和、国泰民安的文明社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夏、商、周三代的王权政治，实

行所谓“封建制”，即采取分封诸侯的方法，众建邦国，以屏藩王室。经过春秋、战国以后，分封诸侯

的弊端充分暴露，“亲睦九族”、“协和万邦”，实乃巩固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首要前提。所

以，自三代伊始，统治者就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血缘宗法制度。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

君主专制政体，实行所谓的“郡县制”，即在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建立郡县地方政权机构，受中

央政权集中统一的领导，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汉承秦制”，从此，大一统的政治制度终于确立。

与之相应，在宗法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一种人伦型群体网络结构，笼罩于全社会之上。在中央集权的

君主专制制度下，逐步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并辅之以科举选拔官吏的选举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

制。同时，又都配以独特而又完善的礼乐、刑政制度，以确保官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尽管每次发生

“易姓革命”的王朝嬗递，新王朝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

改制质文》），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始终保持不变。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先生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才出现雏形，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才

从制度形态上被彻底推翻。 

 
第二，“制度在礼”的政治礼乐文明。礼乐作为一种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几乎同步产

生。据史籍记载，传说中的帝尧就曾命令舜“修五礼”，也就是制定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帝

舜也曾命令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史记·五帝本纪》），即主持天神、地祗、人鬼三种礼

仪，确定等级秩序；又命令夔“为典乐，教胄子”，即主持诗歌音乐教育，培养人才。随着古代宗教祭

祀活动的发达，礼仪亦趋兴盛。殷人祭天祀祖，必奉以玉器，而配以乐舞。西周初年，周公摄政，更以

“制礼作乐”作为政治上的两大措施。它不是一般的“兴正礼乐”，而是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即司马

迁所说“度制于是改”（《史记·周本纪》）。所谓“度制”，亦即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和纪

纲法度。在古代，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祭祀的宗庙、仪式有一定的等级规定。祭祀所用的礼器又称

为“名器”，更是王公贵族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表征了人类社会中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统治者特别看

重这种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名器”，决不容许随便“问鼎”。因此，礼乐不仅为王公贵族所专有，即

所谓“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而且是一种典章制度或纪纲法度，即所谓“制度在礼”

（《礼记·仲尼燕居》），礼乐成为治理国家的工具。由于礼乐具有管理国家的功能，因而被历代统治

者运用于治国的政治实践。“制度在礼”反映了礼乐作为古代的文物典章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纪纲法度

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性保障。礼乐被制度化、法典化、神圣

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礼乐文化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规范政治制度，强化道德教育，协调社会

运行的功能。 

 
第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文明。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

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

础之上。到西周时，奴隶主阶级还根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制系统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立了分封制

与等级制。从此，这种根据族制来区别人们等级地位和决定财产与权力继承的宗法关系，就成为维系社

会纽带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这种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族

与国家被结合成为一体，家被看作是国的基础，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而

且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家长。因此，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



事。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

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袭权力，但是由于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的传统已深深刻印在

人们的意识中，仍像一种巨大的惯性力一样起作用，宗法关系仍然被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继承下来，并

得到巩固发扬；同时，由于小农经济为宗法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缺乏凝结力的小农经济

需要宗法关系来维系，而一家一户长期在一小块土地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稳固

作用；加之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是旧制度下享有某种特权的宗族后裔，宗法关系的继承符合他们的现

实利益的，由此，宗法关系不仅得到继承巩固发扬，而且以纲常伦理原则被赋予了“天理”、神意的权

威，并受到“国法”、“家规”的保护。反过来，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又象一个巨大的

网束缚着人们，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王权，起到巨大的作用。这种带有浓厚宗法

色彩的政治文明，以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构成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宗法的家长制成为社会

的组织细胞，人们借助血缘纽带的联系组成家庭、家族，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家长是一家之主，族长

是家族的领袖，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君主至上，则是家长制在国家范围的扩充，因而具有极其广泛、深厚

的社会根基。因而，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政治

文明的基础和钥所钥匙。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个人是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网络包围中的

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

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

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

儒家政治也很强调人格的独立性，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

往表现的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 

 
第四，“为政以德”的德治政治文明。“为政以德”是孔子在总结西周以来的“敬德保民”思

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重要政治命题。德政、德治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要

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教化百姓。所谓“正者盖

所以正人之不正”，“躬行其实，以民为先”（《朱子语类二、三》），“以德为教”，“明人伦之

教”，都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政治思想的极好注解。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

的位置。孔子说得极为清楚：“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

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中

国古代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以伦理纲常为基础所形成的伦理政治文明，对于维护专制王

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宗法伦常关系就是

政治关系，政治关系也就是宗法伦常关系，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

会，不管主张如何变化，伦常问题都始终是政治文明的中心内容。“忠”、“恕”、“孝”、“悌”，

成为重要的伦理和政治命题，伦理纲常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首先，伦理纲常是人们行为

的最高准则。孔子把“礼”看作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荀子把“有辨”

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辨”即“别”，是礼的核心和本质。程颐把“天理”看作是人的本

质，“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遗书》卷二十四）所谓天理，不过是神化的三

纲五常。既然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因此，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追求伦理，而实

现的途径则是按照伦常的规范要求修身养性。这样，伦常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便成为中国传统政

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其次，伦理纲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伦理纲常既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提供了思想基

础，同时又以政治手段的形式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 

 
第五，“政在得民”的政治行为文明。如何对待“民”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十分重要的内

容。早在周代就提出了“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富民”、“养民”、“牧民”以及“民为邦本”（《尚书·五子之

歌》）、“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的思想。这些关于“民”的思想，尽管是作为

君主专制政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但却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民的重视。所谓“政在得民”，就是

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

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以民监”，“先知稼穑之艰难，乃

逸，则知小人之依（百姓内心和痛苦）”。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

下》）孟子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性，“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矣。”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汉代著名思

想家贾谊说：“闻之於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



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因此，中国古代政治统治者非常强调“政在得民”

和“国以民为，社稷为民而立”的政治行为文明。为了保王权，保社稷，维护专制政治统治，提出了一

系列“政在得民”的政治措施，如孔子不但主张对民要“教之”，还要“富之”，强调要“利民”、

“惠民”、“养民”；孟子则强调“制民之产”；荀子不但主张“利民”、“裕民”、“富民”、还主

张富国，“不富无以养民情”，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理），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儒家主张仁政，目

的在于“为政得民”。中国古代“政在得民”的政治行为文明表现在：其一，看到了民与国的关系，

“有民，则有天下、国家”（石介：《宋文鉴》卷102），国以民“为安危”、“为兴衰”、“为存

亡”，“百姓随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民者，静则治，动则乱”。其二，强调

富民是专制政治统治稳固的基础，富民才能富国，民富才能国安。“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

治国》），“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没有民力、民财的支撑，何谈富国强兵，专制政

治统治也就难以稳固。而“民富则易治”，“民穷则难治”，“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

争则暴乱起。”（《淮南子·齐俗训》）“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穷因”，“民富国安”、“民

穷国乱”（《后汉书》卷39《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其三，把富民作为为政和为官的重要政绩。

“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官吏“以富民为功，以贫民为

罪”，“利人，即为；不利人，则止”，“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四，强调民心向背在国之兴

衰、治国为政中的决定作用。“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传十章》），“人心

去，国本摇”，“顺民心，政兴；逆民心者，政废”，利民、取民心，“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大学·传十章》）；知民心、顺民意，“民心即天心，民情即天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陈

炽：《庸书·议院》）多取“礼贤下士”、“纳言从谏”、“微服私访”、“采风问俗”，以察民情、

解民意、顺民心、得天下。 

 
第六，以德治吏的政治主体文明。吏制是国家的干部制度，既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又是实现政

治文明的组织和主体保证。中国古代政治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

（《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重视官吏道德的修养和社会政治的清明，要求官员廉政勤政，遵纪

守法，关心大众的疾苦，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又一特点。中国古代政治重视以德治吏，主要表现在：其

一，为政者正人先正己。为政者的关键是要“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勿从。”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

为政》）朱熹注释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

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

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为政者用他们的道德人格力来实施管理，发挥其人格的示范作用和

榜样的功能，就像“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说：“苟正其身矣，於从政乎何

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政者自己身正，管理国家就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都身不正，又有

什么资格去教育别人、端正别人呢？其二，在选吏、任吏、察吏的标准上，选贤任能，坚持德才兼备。

“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周书》卷23《苏绰传》)官吏“在任无德，其祸必酷；在位无能，

其殃必大”。有德有才者，为治也；有德无才者，难治也；有才无德者，为乱也。“得贤者昌，失贤者

亡。”(贾谊：《新书•胎教》)“人臣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吴兢：《贞观政要•论求谏第

四》卷七《崇儒学》)，对于德才兼备的贤人，需要“知贤、爱贤、亲贤、尊贤、敬贤”进而“求贤、得

贤、任贤”。尊贤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不以人

废言”，也“不以言举人”，这是矫正结党营私、裙带之风和政治腐败的一种正道。其三，主张“以德

修身，再施于政”。中国古代儒家政治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吏制”前提之下，还主张必须“以德治

吏”，加强官吏的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其道德素质。“天子有德，能保天下”、“诸侯有德，能保其

国”。百官有德而国治；百官无德，入主难安、天下必乱。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道。夫阴

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论六家要旨》），到《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和《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是儒家

政治“以德修身，再施于政”的典型表述。《中庸》说：“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

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各级官吏都是国家机关的具体管理者，被视为政治和管理的主体，黎民百

姓是被管理者，被视为政治和管理的客体。所以官吏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十分重要。以德治吏是中国

古代政治十分重要的内容。 

三、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性质简析 
任何社会形态，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必须解决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由于人的发



展和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人类社会的矛盾也有不同的性质，其矛盾的解决也有不同的方式。中国古代政

治文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产物，是当时政治理论的重大建构和理论创新，

这种政治文明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其内容十分丰富，成为世界古代政治思想中一种系统的、进

步的、文明的政治思想体系，为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文明发展，甚至为人类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从秦汉以来所实行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以及为此而奠基的儒家学说，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由于政治的特殊社会功能，在社会经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曾经

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是中华古代繁荣昌盛的内在条件之一。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样评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

“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

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二千载，中国人

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

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

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与之比拟的。”[4]应当肯定，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存在

大量的积极成果和文明智慧，如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所具有的较强的包容性和弥合性，这使得不同的民

族、部落和宗教融汇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并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在专制主义的大背景下在相

当程度上实行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其中“以德治国”对治理国家产生了极其独特的效果，使得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获得了强有力的内在支撑；强调以德治吏，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要考察民心，注重民

意；在政治统治理论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另外，还有大量的治国理世和为官

治政的文明和智慧，等等，我们应本着客观公正、批判吸收的态度进行分析，加以借鉴，从中获得对今

天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资源和重要启迪。 

 
与任何文明一样，政治文明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基础之上的，因此它必定具有历史的烙印，带有

时代的局限与不足。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亦是如此。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主要是一种顺应中国

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文化体系，它在于适应封建宗法关系的现实，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使得中国古

代政治文明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等级关系这个模式中，与今天的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有着根本区别；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

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是为了“为政得民”，培育对“官”与“皇权”的肯定；中国古代政治重视伦

常，“移孝作忠”，“亲贵和一”，君臣民协同，其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君主为最高主宰的君主专制官

僚体系；中国古代政治“隆君”而湮灭了个人，导致个人自主性的丧失；缺少政治民主的政治价值理

念，因而也就没有政治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顺应君主专制政治统治而建立

的政治文明，正是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的根源。“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

保守性。”[5]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不仅丧失了其进步性，而且使中华民族

受它的束缚，给人民造成了各种苦难：战争、饥荒、亡国奴的身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已成为

中国革命的对象，即使当我们今天继续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批判传统下来的专制政治，肃清其在观念

上和文化上的余流，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任务。 

 
美国政治学家文特森·奥斯特罗姆将专制体制和官僚政治视为政治文明的对立物，认为自治、公

正、正义和互利互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精神。在比较了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差异后，对于现代政治文

明，他得出四条基本的结论：“第一，专制体制作为政府管理体制对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来说是不适当

的；第二，官僚体制运用法律和强制惩罚的准则，依靠单一的控制和命令系统，人类社会也不可能用它

来实现守法的、可靠的、互利的关系；第三，对所有人类，即使是对规模较小的政治实体来说，单一

的、综合性的、统一的强制实施的法典是不可能的；第四，人类文明持久的创造力与自治组织有关，而

其基础则是公正、正义、互利和互信原则。”[6]然而，他同时也指出：“巨型专制制度必然失败，但

民主制度并非高枕无忧。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由于贸易和电子通讯，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日益具有

全球的性质。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在何处着手为秩序的构造奠基呢?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

从我们各自文明的基本思想渊源人手。我们必须首先从基础着手，然后再往高处发展，而不是先高后

低。人类相互之间要想更多的互补，我们就必须理解各自文明的共同特征，因为这可以作为我们的共同

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深化理解不同文明的独特之处，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学习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经验来

发展各自的文明。”[7]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关于政治文明问题的看



 

法，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十分注意批判中国古代政

治文明的专制主义本质，又要注意深化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独特之处，通过学习自己的以及他人的

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表于《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刊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周易正义》。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刊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尚书正义》。 
[3]《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 
[4]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5]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杜1988年版，第9页。 
[6] 虞崇胜：《政治文明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页。 
[7]《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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